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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毛伟 

【摘 要】从统计数据上看,①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长三角地区处于偏弱地位。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浙江

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弱并且与邻居江苏省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根源在于,当外部产业环境

表现为高进入壁垒时,以民营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把浙江经济的发展锁定在一条低水平的路径之上。因而,

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理清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下的自主创新规律,以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为目标,通过市场和

政府两种手段的相互配合来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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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动荡。各国政府相继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此种景象似乎让人以为时光又倒流至 1935年。1929年发生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为凯恩斯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

时代背景,使得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正式出版的前一年(1935年),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甚至迅速上升

到经济学《圣经》的地位。以至于在一次讨论会中,凯恩斯自嘲自己是与会者中唯一的非凯恩斯主义者。正如后来一些批评者所

指出的那样,凯恩斯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萧条经济学,他的目的在于避免经济陷入长期的非理性的衰退,但并不能用来制造繁荣。那

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在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看来,无论“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产并没有在物质意义上`创造'

什么东西。”
②
因而,他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③
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视角来看,创业家把资源从旧有的失去活

力的生产项目转移到新生的更富生产力的生产项目里,构成了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以小企业,小商品为特点的浙江经济显得特别脆弱。加快以自主创新

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于浙江而言尤显重要。 

一、自主创新羸弱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渐发展形成了“轻、小、民、加”的产业结构特点,即轻重工业结构中以轻工业为主,企业规模结构中

以小企业为主,所有制结构中以民营经济为主,产业链结构中以加工制造为主。但这种产业结构在促进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使浙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生产力布局离散、自主创新能力弱等“低、小、散、弱”的

问题。
④
在这些问题中,自主创新能力弱无疑处于关键位置。正是因为自主创新能力弱,才使产业层次无法提升、企业规模难以扩

大和生产力布局不能集中。 

从统计数据上看,可以发现与同处长三角的沪、苏二省市相比浙江的技术创新能力偏低,有些指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

经济大省的地位很不相称。 2008 年,全省研发经费(R＆D)投入 345.76 亿元,占生产总值的 1.61%,仅高于全国 0.07%,与上海

(2.59%)、江苏(1.92%)等同处长三角地区的省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上浙江为每万人 166.78人,而全国仅国

有企事业单位就达到了 179.93人,也低于江苏的 185.31人。从 2008年授权专利数来看,尽管浙江省的所授专利大多集中于技术

含量相对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上,但每万人发明数达到 0.64 件,虽与上海的 2.26 件差距较大,但高于全国的 0.35 件和江

苏的 0.46 件;表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和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浙江经济具有较强的内在创新动力。但与此相悖的却是创新效益并不

理想。例如,2008年浙江省技术市场交易额仅为当年 GDP的 0.51‰,低于全国的 0.88‰,也低于上海的 4.78‰和江苏的 0.63‰。

另外,众多研究(吕宏芬、池仁勇,2008;刘艳萍,2009)还表明:在长三角三省市中,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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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的技术创新具有创新投入低、创新效率高和创新效益差的特点。总体而言,

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长三角地区处于偏弱地位。 

自主创新能力弱,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局面已经对浙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非常不利的影响。一是抗风险能力差。在

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自金融危机爆发后浙江的 GDP增速从 2007年的12.9%迅速回落至2008年的 8.6%; 2009

年一季度竟然跌落至 3.4%,而同期全国的 GDP增速则为 6.1%。(见图 1)
⑤
GDP跌速如此之大,除了浙江经济出口依存度过高之外,

⑥

更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浙江企业重市场创新而轻技术创新,延缓了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产业竞争力薄弱。二是与江苏的差距持

续拉大。 2003年以来,浙江与江苏的 GDP差距不断扩大。(见图 2)2003年浙江与江苏 GDP之比为 0.78,而 2009年降至 0.67。通

过对浙、苏两省制造业结构进行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原因之所在。 2008 年浙江省的重工业与轻工业生产总值之比为 1.4,而江

苏则为 2.7,几乎是浙江的两倍。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2008 年浙江比重最大的仍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占比为 11.81%,而

江苏则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并且占比高达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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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国际形势看,自主创新不足导致经济转型困难的后果还有加重的趋势。国内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

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有持续上涨的趋势;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推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

产价格的上涨。这些因素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一些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另外,当前全国各省

市都确立了新一轮创新发展战略,各省市在创新要素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与浙江同处长三角地区的沪、苏两地在取得产

业先行优势的基础上,对创新人才、创新技术、创新平台等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这将直接导致浙江经济的发展面临被“技

术边缘化”和“产业中空化”的威胁。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退和欧债危机阴霾不散的

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蔚然成风。可以预见,外部需求萎缩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观。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日元、欧元等汇率的持

续走强以及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进一步削弱浙江对外出口的竞争力。可以说,浙江经济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将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二、自主创新困难的根源 

回顾浙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优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当这种优势与日用消

费品需求旺盛的市场环境相结合时,迸发出强大的增长动力,并迅速促进了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史晋川(2005)将这种由内生

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称为“浙江模式”。但是,必须认识到“市场失

灵”的存在可能使这一模式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金祥荣(1998)就曾指出,这种模式使“浙江经济发展正在逐步陷入一种以

古典经济结构为主要特征的模式锁定,并形成为一种路径依赖。”尤其是当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

时,锁定效应被进一步加强了。分析浙江自主创新和经济转型困难的根源应当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和所处的经济环境相联

系。 

(一)市场机制与创新效率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创新,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创造过程需要在一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因而

蕴含着巨大的失败风险。市场机制下,创新的高风险性会导致创新的低效率。从投资决策的角度来看,创新的高风险性导致了巨

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创新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创新成功后该创新在市场上的

垄断力和需求量,但这两个因素在创新成功前都是无法准确预知的。二是创新成本的不确定性。创新成本包括创新的资金和时间

成本,当然这些成本在创新成功之前也是未知的。创新收益和成本的不确定又通常是相互影响的。例如研发时间超过预期导致竞

争对手先入为主,那么这项创新活动在增加了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收益。正由于创新的高风险性,作为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更偏好于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收益。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创新困难表现为创新的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以技术创新为例,企业要得到新的技术可以通过购

买和自创两条途径。新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使得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致使用买卖方式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很

低。一般情况下,对于有价值的新技术研发者并不会将其出售,而是更愿意利用对新技术的垄断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超额利润。技

术市场中更可能出现交易的是相对成熟的旧技术,因为通过市场检验后的旧技术的价值能够很容易被观察到,买卖双方达成交易

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通过雇佣科研人员来自创新技术的效率也是很低的。理由很简单,研发新技术是一项高风险的事情,致使雇

主无法确定研究失败的原因是科研人员的偷懒还是运气不佳。因而无论是通过买卖契约还是雇佣契约来研发新技术都是无效率

的。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业创新过程是一种负反馈机制。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将企业的创新视为

生物学中的基因突变,“好”的基因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得以延续。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天”表示自然环境,说

明生物进化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进行的。但人类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的创新活动不仅要面对自然

环境的选择,还要面对社会环境的选择;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活动与社会环境变动之间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为

竞争对于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优胜劣汰机制导致的产业集中度提高会削弱竞争。也就是说,创新活动本身降低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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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动力,这一负反馈机制将使某一产业创新的可能性趋于减少。 

(二)民营企业与创新效率 

关于企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熊彼特强调大企业和垄断力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即著名的“熊彼特假说”。
⑦
随后涌现出大量

的经验性研究,试图对此假说进行验证。然而研究结论却是莫衷一是,有些甚至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成功的创新能够扩大企业规

模,增强企业垄断力,但这个过程中因果关系之间很可能是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这种因果关系上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检验结果的

多样性。而且,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案例本身就能表明: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效率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比如,

我国的一些国有企业(中石化、工商银行等等)规模很大,垄断力也很强,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创新力很强。前文有关专利授权

数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浙江企业在创新动力上并不低。因而,对民营企业与创新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应该从企

业的规模属性转移至民营属性。 

罗卫东(2002)就曾指出:浙江的民营企业具有家族本位制的特点,其表现为家族内部的高度信任和家庭之间的高度不信任;

他分析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浙江民营企业的规模小、产业层次低、高度依赖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等特点。从创新的角度

来说,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浙江的民营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市场创新和渐进性创新。
⑧
比如史晋川(2008)发现,尽管浙江的产业结构与

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不协调性从“九五”后期就已开始显现,但浙江的民营企业并不是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来应对国内消费结

构的变化,而是利用中国入世的有利时机通过实施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策略求得发展。从短期看,此种策略对于浙

江的民营企业而言无疑是收益最大化的,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本身的特点所引致的最优策略又使浙江经济发展被锁定

在一条低水平的路径之上。 

(三)产业环境与创新效率 

以民营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增长能量,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为何增长乏力呢?显然

除了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在创新激励方面具有内在缺陷之外,产业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也相当重要。一是制造业的进入壁垒增强

了。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体制机制优势能够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消费品制造业的技术壁垒很低。许多家庭工厂通过聘用退

休工程师和星期天工程师就使自己茁壮成长起来。而目前的形势是,国有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外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民营企业

只能利用成本优势挣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003 年,吕祖善省长就提出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二次飞

跃。
⑨
但现在看来,在强大的进入壁垒面前浙江民营经济要从日用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技术密集

型产业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二次起飞迹象。 

二是区域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藤田昌久等(2005)建立了一个以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刻画了异质性企业如何在

运输成本降低的情况下从分散到集聚的数理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对于传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其市场结构的垄断竞争性

和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是非常明显的,因而存在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从产业结构上看,江苏的重轻工业总产值之比是浙江的近 2

倍,上海则是浙江的近 2.6 倍。从工业园区的建设上看,江苏的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的漕河泾开发区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经

过近 20年运作,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与此相对照的是杭州的江东工业区才刚刚处于发展的初期,

差距非常明显。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上海、江苏对浙江的产业先发优势已相当明显,由于产业的集聚效应,使得浙江的技术

密集型产业发展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有成为中心—外围模型中所描述的“外围”的危险。 

三是区域集群效应的影响。与产业集聚不同,产业集群侧重于相关企业和机构集中于某一地区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的描述。
⑩

笔者以为众多中小企业用集群的形式以求生存和发展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一些产业因创新过快和创新不足而无法使单

个企业构建起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形成垄断力,所以产业的发展不得不用集群的竞争力取代单个企业的竞争力。

J.HumphreyandSchmitz(1995 年)把产业集群分为两类: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低成本型产业集群。美国的硅谷高新技术产业群属于前

者,而浙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则属于后者。对于创新型产业集群来说,集群所带来的知识外溢性能够加快整个产业集群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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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速度。但对于低成本型产业集群而言,知识外溢只能降低生产成本而不能促进创新。
○11更为不利的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对企

业竞争优势培育的替代会将众多小企业长期锁定于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中。 

三、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浙江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外部产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暴露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弊端。这一弊端

的产生是由民营经济和市场机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因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理清市场、政府两种机制下的创新规律,以创

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为目标,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相互配合来推动浙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
○12对于浙

江而言,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一)以创新为导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例如强调在整个工业或国民经济

各个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强调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具有强联系效应产业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13
(谭崇

台,1989)对于中国经济以及浙江经济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一时期以资本积累和快速

工业化为特征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从资本积累不足转变为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因而需要从加速自主创新的角度来重新研究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4  

基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三大发展战略的目的在于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如何取得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从创新角度看,三大

战略指明了产业创新的方向。也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突破性创新会从国内已有的产业转向国内没有的产业,会从消费品制造业

转向装备制造业,会从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转向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正如众多发展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市场机制下,创新

的这种方向性转变是困难的,甚至可能是长时期停滞不前的。因而民营经济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依靠政府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和实行以及相关优惠政策的提供来加速创新的方向性转变。 

政府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制定产业规划。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创新规划。就制造业而言,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已经从

日用消费品向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档消费品转变。但这些产业或者产业的核心环节又往往存在着很强的进入壁垒,民营经济

需要在政府力量的支持下来降低创新风险。
○15一旦民营经济在这些产业站住脚跟,就能利用自身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加快产业创新

赶超速度。同时,在技术外溢的作用下,一些内资企业已经在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技术产业中成长起来。例如,汽车产业中的

比亚迪、吉利和奇瑞;CUP 产业中的江苏龙梦和北大众志。浙江民营经济只有在政府的帮助下抓住技术转移机会及时转变创新路

径,使自己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当前的消费结构相适应,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二次飞越。二是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划。新能源、新

材料等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但同时由于是在全新的技术路径上创新,其风险性也是巨大的,需要政府制定产业

规划予以支持。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规划,浙江省应该利用国家支持的契机,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规划,力争

能够走在全国的前列。 

(二)以工业园区为依托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 

在工业园区建设上,浙江省已大大落后于江苏省。在新加坡中盛集团公布的中国工业园区 10强名单中,江苏省的苏州工业园

区、昆山开发区和苏州高新区分列第二、第四和第八名,而浙江省的工业园区无一入围。工业园区的建设并不仅仅是将大产业、

大项目和大企业装入工业园区这个大平台之中那么简单。其重点在于利用这一平台进行产业集聚功能的培育,进而建立起具有极

强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首先,政府不仅需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还要制定产业布局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需要与工业

园区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避免不同地区工业园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否则,工业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会被极大地

削弱。
○16其次,必须认识到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它包括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企业间创新网络的

培育以及区域内创新文化的形成。这些创新要素的形成与积累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要避免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发展。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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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园区企业引进方面,要以鼓励和发展民营企业为重点。从赶超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一般需要经历引进外资、引进设备、引

进技术到自主创新四个阶段。江苏、广东等省依靠外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取得了先发优势,但他们今后必定会向由内资主

导的引进设备技术以及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与江苏、广东相比浙江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如果仍走大力引进外资的老路不大可

能建立起有效的产业竞争优势。目前,浙江一大批民营企业已经走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之路,并且很多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因

而,建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不仅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在条件上也是可行的。 

(三)进行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和文化制度 

改革教育是创新型发展中的关键因素。首先,创新需要依赖于教育部门所创造的科技人力资源。目前,我省科技人力资源仍

然比较贫乏。据科技部科技人力资源指数评价指标,浙江省科技人力资源指数仅为 51.27%,在全国列第 15 位。
○17尽管改革开放初

期,浙江的“农民企业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但是受知识面狭窄的限制他们必将与时代的发展相脱节。对于现代经济来说,

要实现创新型发展必须依赖于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创业家,必须依赖于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次,产学研

合作已经成为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 20 世纪 50 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工业园的建立并因而创造出“硅谷”经济奇迹后,对产学研

合作的研究已成为世界各国日益重要的课题。对于浙江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限于自身经济实力往往无力担负巨额的研发费用,

此时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来促进产业集群的创新就显得特别重要。因而,浙江需要改变目前以发表论文数量为导向的高校教育

机制,切实研究产学研合作机制以提升产学合作成效。 

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一种支持性的社会结构,文化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区域文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交易方式、学习模式、

信息和知识的流动等途径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依靠文化的导向和凝聚作用,集群内企业间的非契约关系会变

得较为稳固,使合作创新变得更加容易。长期以来浙江地区形成了“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成为浙江内

生性产业集群形成的文化基础。但是,浙江的区域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阻碍了创新型产业集群在浙江的形成。主要表

现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关系、重模仿轻创新的学习方式以及封闭性的知识交流环境。因而,必须进行必要的文

化体制改革,努力培养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的文化氛围,促成创新性网络的形成,使创新型产业集群尽早根植于浙江大

地。 

注释: 

①本文数据无特别说明均来自 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统计

年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经计算得到。 

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17页。 

③共包括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来源;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73页。 

④参见郭占恒:《“十二五”浙江转型升级的基本思路》,《浙江经济》 2009年第 23期。 

⑤转引自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课题组:《危机影响下的浙江经济增长与转型》,《浙江经济》 2009年第 24期。 

⑥ 2008年,浙江省的出口依存度为全国的 3.05倍。 

⑦在熊彼特的早期研究中他强调发明家兼企业家(创业家)和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在观察到大企业和垄断力量在创新中的

作用后他转而提出所谓的“熊彼特假说”:(1)大企业比小企业承担着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2)市场力量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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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吴延兵,2007) 

⑧渐进性创新是对现有技术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创新;突破性创新是指改变了原有技术发展路径的创新。由于突破性创新

脱离了原有的技术轨道,并且往往处于新的技术轨道的前端,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⑨参见吕祖善:《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推动浙江民营经济二次飞跃》,《今日浙江》 2003年第 18 期。 

⑩按照波特的说法,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

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参见陈劲、王焕祥编著:《演化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8

页。  

○11或者说对于低成本产业集群而言,其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渐进式创新而不是突破性创新。  

○12市场机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创新激励制度安排。在市场的引导和激励下,创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够把资源引向正确的创新之路上,

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其劣势是,在产业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后市场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就会大幅减弱。所以

市场机制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具激励作用。对于政府而言,优势之一是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市场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比如

专利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优势之二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运用大量资源进行集中式创新,比如军事工业。而政府手段的劣势是实施

成本很高。一是政府部门的运作需求依赖于庞大的官僚集团;二是当集中式创新与市场机制相悖时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13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基础,演化出了进口替代、重工业化和主导产业优先三大发展战略。 

○14浙江省“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强调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但今年“四大(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的

发展路线似乎又回到外延式扩张的老路上并且还具有某些“大跃进”时代的痕迹。  

○15例如:提供税收优惠、提供政府采购合同等等。 

○16例如上海在 2003年就已经制定了《工业产业导向及布局指南》,同时在产业发展和布局上做出规划。  

○17转引自杜康等:《浙江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调研报告》,http://www.zjkjt.gov.cn/html/detail.jsp? xh=1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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